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随着中国工

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走

向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通过自己双

手辛勤工作，追求幸福生活。他们在城市生活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一直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所关

心。所谓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是农村户口但从

事非农产业工作6个月及以上的人口。包括在本

乡镇以内或离开本乡镇外出务工者。也即去到城

镇务工的农民，无论是自办企业当老板，还是受雇

做工人，抑或自摆地摊搞个体，都属于农民工范

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底，全国农民

工总量27 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

农民工16 884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10 863

万人，增长2.7%[1]。另外，按照联合国2013年最新

界定，青年是指年龄在44岁以下的成年人。因此，

本文谈论的青年农民工，是指年龄在18~44周岁之

间的农民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

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大致分为生存、安

全、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阶层认

同”大致介于归属与被尊重这两个层次之间，是物

质和安全保障之后人们需求的升级。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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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幸福感越来越来自归属与被尊重的后物

质主义阶段，研究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

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讨论空间。

一、文献回顾与提出问题

（一）对农民工之阶层认同的前期研究

阶层认同，又称为阶层归属感，即个人对自己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

与判断。作为个体意识范畴的阶层认同，会造成个

体相应的社会行为选择，因此被提升到事关社会稳

定和谐的高度，成为政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学界

普遍赞同，阶层认同虽然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

明显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个人占

有生产资料的程度，是划分阶级地位的基础。韦伯

的多元结构理论认为，经济、文化、资源等要素决定

着个人阶层认同情况。汤普森认为，工人阶级的地

位和意识是在和国家社会互动过程之中决定的。

他们的思想不断启发后人进行深入研究。冯仕政

将迄今影响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四大类，即

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精英策动论和国家中心

论。结构地位论是指个体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

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阶层认同感受。历史文化论

是指文化传统和生活经历等因素对个体阶层认同

的影响。精英策动论是指精英在鼓动和帮助个体

判断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家

中心论是指国家性质、政策、制度、行为等在塑造社

会阶层和阶层认同方面的决定性作用[2]。

前期研究中，将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视为因变

量的成果较多，如张卫国、杨雨蓉依据(CGSS 2013)

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力资本、职位价值、经济实力、

生活感知和家庭背景对农民工阶层认同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其中家庭经济实力、社会态度、政治意

识、收入水平和工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民工的

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其阶层认同[3]。也有部

分学者将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作为自变量，探讨它

的社会后果，如王进、王优喜基于建筑业农民工实

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建构了一个以阶层认同为

自变量、集体上访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基层政府信

任为中介变量、短工化程度为调节变量的混合模

型。他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阶层认同显著正向影

响农民工对基层政府的信任,负向影响他们的集体

上访参与意愿,基层政府信任有部分中介效应[4]。可

见，“阶层认同”是影响农民工行为和生活状态的重

要变量。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将“阶层认同”视为

自变量，探讨它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成

果。

（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前期研究

据美国著名学者迪纳的定义，幸福感是一种个

体对实际生活的肯定态度和积极感受，其来源于个

体对实际生活状态和理想生活状态的比较，具有综

合性、主观性和积极性特征[5]。那幸福感如何测

量？概言之，学界大致循以综合性和主观性两大思

路。前者的代表人物柯恩曼和库鲁格认为，影响幸

福感的因素很多，需要通过“单项提问、总体相加”

的方法，即通过分别询问居民生活的若干具体方

面，加总后获得居民对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但此种

方法由于操作复杂、测量成本高为人所诟病。而幸

福感测量的主观性的思路即自陈量表，因其相对简

单方便为人们所欢迎，此种方法直接询问被调查者

的幸福程度，题目一般为：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的

生活是否幸福？测量等级为“1=很不幸福，2=不太

幸福，3=说不清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

福”。虽然有人批评这种测量方法太过简单，但美

国著名学者伊斯特林坚持认为，自陈量表产生的数

据是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克鲁格和史卡德也认为，

自陈量表法所产生的数据可靠、有效并具有可比

性[6]。需提及的是，本文所使用的CGSS（2013）数据

库采用自陈量表方式测量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民工幸福感问题，实证

研究成果丰硕。归纳言之：其一，从调研范围来看，

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单地调研和多地调研两种类

型。前者如吴静对浙江农民工幸福感调查研究[7]。

后者如叶鹏飞基于七省区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主观

幸福感的实证分析[8]。其二，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看，研究成果大致分为综合因素和部分因素两种类

型。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较多，所

以有些学者试图面面俱到，通过自己设计问卷进行

调查的方式尽可能挖掘与幸福感有关的因素。如

王毅杰等人探讨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幸福感

研究，发现经济维度的相对收入、收入公平感、职业

维度的行业类型、权益保护、心理授权，人际交往维

度的社会距离和自我实现维度自我效能感，共同型

塑着农民工幸福感现状。还发现，农民工的幸福感

也会因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呈

现个体差异[9]。而另一些学者从研究目的出发，只

揭示与幸福感相关的有限的几个因素，达到研究目

的即可。如陈艺妮等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地位

消费问题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10]其

三，从数据资料获取方式来看，大致分为直接调研

获取和利用前人数据库两大类。直接调研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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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能够就自己的研究目的获取第一手资料，所以

许多学者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

有学者利用前人已有的数据库，如王鹏等人利用中

国综合信息调查数据（CGSS）研究收入差距对中国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1]。

总而言之，前期论者的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启示，但也留有探索空间。

如聚焦“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力度不够，对阶层认

同与幸福感之间关联度的研究较少，幸福感的性别

差异被忽视，研究对象的范围限于局地，缺少西部、

中部、东部地区之间的对比，等等这些正是本文的

着力之处，也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阶层认同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如前所述，阶层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社会

阶层结构中所据位置的感知。阶层认同高或低，也

即自认为社会地位高或低。如果某人之前认为自

己社会地位低而现在认为自己社会地位高，我们将

之称为阶层认同提升；反之，称为阶层认同降低。

需注意，阶层认同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但这种

主观判断却和外界客观的赞誉度密切相关。譬如，

小偷收入可能很高，但他们却不会认为自己处于较

高的社会地位，不会有较高的阶层认同；而救死扶

伤的医生由于病患的赞誉和社会的肯定，虽然收入

不很高，但他们多数有着较高的阶层认同。陆学艺

等人按照组织（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技术）

资源占有量为衡量标准，将中国大陆居民分为1~10

个阶层，数值越大意味着阶层的社会地位越低[12]。

在他的分层理论中，产业工人阶层处于第八层，农

业劳动者阶层处于第九层，换句话说，在“他人”眼

里，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年农民工就处于第八、九层

之间的社会底层。但，农民工自己也这么认为吗？

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幸福感吗？如果说从事体力劳

动会限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那么,从事管理工作占

据较多资源的农民工，其阶层认同会高吗？其实也

不一定。譬如因造假骗官落马的前司法部政治部

主任卢恩光，他曾是身价上千万的农民企业家，但

充裕的金钱并没有使他有阶层认同提升之感，用他

自己的话说：“你再有钱，和乡里干部一起吃饭你还

是得坐在下座”。为提升社会地位，他一门心思钻

营如何当上官，坦承：“我就是个官迷”。在其通过

行贿运作弄到副乡长身份后，对别人喊他董事长都

不以为然，“还喊我卢董事长，这人就是不懂事，我

都副乡长了!”[13]可见，阶层认同提升对卢恩光而言，

能极大提升其幸福感。但是对普通青年农民工而

言，是不是阶层认同越高的人，其幸福感就越强

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阶

层认同越高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

（二）家庭经济状况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本文所言的家庭经济状况，是指个人或家庭由

经济收入决定的在当地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乡土中国的伦理惯性使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无论

是原始家庭（生长家庭）或生殖家庭都是人们依赖

的港湾。因此青年农民工的个人收入并不会全部

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归于家庭收入总盘之后，在家

庭成员之间再次分配。而且，如果家中人口数相

近，那么有几位务工者的家庭肯定会比只有一位务

工者之家庭的经济条件更为优渥，所以家庭经济地

位较之个人经济地位更能影响青年农民工的幸福

感。因此，我们倾向于考察家庭经济地位与青年农

民工幸福感的因果关系。另外，家庭收入的绝对数

必须放在当地横向比较才有意义，比如年收入同样

是10万元的家庭，在中西部地区其家庭收入及经济

地位在当地可能属于中上层，而在东部发达地区，

他们的家庭收入与经济地位则可能属于中下层，所

以还需考虑地区差异，将其放在当地比较。由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2：家庭经济地位在当地越高的

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

（三）身心健康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许多研究都表明，健康的身心与人们的幸福感

显著正相关。身体健康，人就会精力充沛、心情愉

悦、注意力持久，易于完成工作和营造和谐的人际

关系。反之，身体病痛不断，就会导致精力不济、心

情沮丧、注意力不集中，进而殃及工作和人际关系；

如果生大病，还需支付大额住院费和后期治疗费，

甚至导致丧失劳动能力，使家庭陷入贫困。因此，

健康的身体是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基础，与个人幸

福感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心理健康也是影响青年

农民工的重要因素。在中国，个人心理健康问题曾

长期遭到忽视。由于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或家

庭摩擦多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人患有焦虑、烦躁

甚至抑郁等心理疾病。青年农民工正处于学技术、

找工作、结婚生子、挣钱养家的人生关键期，工作压

力、生活烦恼、感情挫折等都可能严重影响其心理

健康，如富士康工厂青年工人“十三连跳”的跳楼事

件，抑或经常见诸新闻报道的年青母亲产后抑郁轻

生事件等。由此可见，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与其身

心健康密切相关。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3：身

心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在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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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两个子假设，H3a: 身体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

其幸福感越强；H4b:心理越健康的青年农民工，其

幸福感越强。

（四）亲友联系紧密度与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

人是具有丰富情感的社会动物，人们在身心有

恙、事业受挫、情绪低落等时候特别需要来自他人

的情感支持。青年农民工正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情

感剧烈波动期，来自工作、生活、感情等方面的压力

和干扰都有可能使其情绪大起大落。如果缺乏来

自亲人、配偶或朋友及时的情感慰藉，那么他们在

情绪低落时很有可能会鲁莽行事，走向极端。因

此，在陌生的城市，来自亲人、配偶或朋友的情感支

持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弥足珍贵。这种情感支持，

不但使人感到安全，而且感到温暖，亲情和友情如

同人生助燃剂，能够使他们较快地调整身心，重新

出发。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4：和亲友联系越

紧密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强。在此之下设立

两个子假设，H4a：有配偶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

要高于无配偶者；H4b:和亲人朋友接触联系越紧密

的青年农民工，其幸福感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库是中国人民

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中国社会综合信息

以供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型数据库。调查对象分

布于全国28个省市125个县区，每隔两年调查一

次，但每次调查的重点有较大不同，是国内为数不

多的向公众开放的权威数据库。2013年度的调查

内容涉及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问题，有效问卷超过

14 000余份，虽然与今时隔几年，但依然有较强的实

效性，适合本文使用。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

1.“青年农民工”样本在数据库中的析出过程

我们首先析出“农民工”群体。具体做法：第一

步，通过选择个案的方式将“您目前户口登记情况=

农村户口”的样本独立出来；第二步，在此样本基础

上，再次通过选择个案方式获取“您的工作经历及

状况是=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样本；第三步，将所

有“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的样本做系统缺

失值处理。经过上述三步之后，最终得到“农民工”

群体有效样本1 969份。

在“农民工”样本基础上，我们挑出“青年农民

工”群体。按照联合国2013年最新界定，18~44周岁

皆为青年人口。因此，我们将青年农民工的年龄界

定为18~44周岁之间。为此，我们进行如下操作：以

数据库的调研时间2013年，减去农民工自填的出生

时间（年），得到其实际年龄。然后，通过“计算变

量”操作，限定“18≦年龄≦44”，最后结果是年龄区

间处于18~44岁之间的人口。剔除无效问卷最后得

到有效样本1 308份，我们将该样本另存为“青年农

民工”数据库。

2. 幸福感

本文的旨趣在于探讨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它

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在“青年农民工”数据库中，我

们选择变量a36“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

福？”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选项为“非常不幸福=

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

4、非常幸福=5”，测量等级为1~5，分值越高意味着

越幸福。

3. 阶层认同

因为阶层认同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

所处地位的主观认识，所以我们选取表示“阶层认

同”的变量a43a“您认为自己目前处于哪个等级上”，

测量等级为1~10，其中最低等级=1、最高等级=10，

分值越高意味着等级越高，也即阶层认同度越高。

从表1可知，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1~4等

级的人占比48.3%，接近50%；而认为自己属于1~6

等级的人数占比高达92.8%。也就是说，绝大多数

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以下。即使这

样，青年农民工与10年前相比，其阶层认同情况已

有较大改变（表1）。数据库中用1~10来测量阶层认

同水平，为便于观察与比较，本文将其分为5组，即

“下层”（1~2）、“中下层”（3~4）、“中层”（5~6）、“中上

层”（7~8）、“上层”（9~10）。

据表1可知：其一，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当前属

表1 青年农民工对当前与10年前阶层认同情况比较

最底层=1

2

3

4

5

6

7

8

9

最顶层=10

样本量

频率

78

72

199

282

435

146

60

23

4

7

百分比/%

6.0

5.5

15.2

21.6

33.3

11.2

4.6

1.8

0.3

0.5

百分比/%

下层

11.5

中下层

36.8

中层

44.5

中上层

6.4

上层

0.8

频率

197

238

281

255

215

60

29

21

3

5

百分比/%

15.1

18.3

21.5

19.6

16.5

4.6

2.2

1.6

0.2

0.4

百分比/%

下层

33.4

中下层

41.1

中层

21.1

中上层

3.8

上层

0.6

1 306 1 194

当前阶层认同 对10年前的阶层认同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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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下层”和“中下层”者共计48.3%，与之对比，

认为10年前自己处于“下层”和“中下层”的青年农

民工高达74.5%；这说明阶层认同度低的青年农民

工人数有大幅度减少。其二，当前认为自己属于社

会“中层”的青年农民工已达44.5%，与之对比，只有

21.1%的青年农民工认为10年前自己属于社会“中

层”，这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青年农民工越来越

自信，阶层认同有较大提升；其三，有51.7%的青年

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及以上（中层+中上

层+上层），与之相比，只有25.5%的农民工认为10

年前自己的社会地位属于中层及以上，两相比较，

增幅达102.7%。这说明，青年农民工当前阶层认同

的等级水平已大大高于10年前的情况，随着经济地

位提升和城市的接纳，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认为

自己的社会地位比之前有较大提升。其四，青年农

民工认为当前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有

7.2%，而认为10年前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上层”的

比例只有4.4%，两相比较，增幅达63.6%。这也说明

更多的青年农民工其阶层认同有了较大跃升。

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发现青年农民工对自己

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并没有过高预期，92.8%

的青年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中层”及以下阶层（中

层+中下层+下层），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和

“上层”比例很小，只有7.2%。这也说明，经济收入

虽然对提升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有影响，但作用

有限，最多只能将其抬升为社会“中层”。而学历

低、职业美誉度低、工作环境差等因素可能是阻碍

其有更高阶层认同的重要原因。

4. 其他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

的影响，但因研究需要，我们还选取了相关变量纳

入回归模型。（1）家庭经济状况。我们在“青年农民

工”数据库中选择变量a64“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

所在地属于哪一档？”，来表明其个人对其经济地位

的认知。该变量选项为“1=远低于平均水平、2=低

于平均水平、3=平均水平、4=高于平均水平、5=远高

于平均水平”，测量等级为1~5，数值越高意味着家

庭经济状况越好。（2）选取与经济地位有着重要关

系的变量a65“您家拥有几处房产？”由被调查者据

实填答，数值越大意味着房子越多；（3）选择表示

“身体健康状况”的变量a15“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

健康状况是？”测量等级为1~5，数值越高意味着越

健康。（4）选择表示“心理健康状况”的变量“a17在

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

是？”测量等级为1~5，分数越高意味着心理健康状

况越好；（5）重新编码“有无配偶”变量。选取变量

a69“您目前的婚姻状况是”，将其中“初婚有配偶”

“再婚有配偶”两类人视为有配偶的人群，剔除其他

人群，将其重新编码为变量Ta69“有无配偶”，测量

等级为“无配偶=0、有配偶=1”；（5）选择表示“和亲

友联系的紧密度”的变量b5“您和亲人、朋友之间的

接触和联系的情况怎么样？”测量等级为1~5，分值

越高意味着联系越亲密。所有变量描述详见表2。

我们依据变量s41“采访地点”将青年农民工认

定为在采访地点务工。由于接受调查的青年农民

工分布于全国28个省市，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我

们将28个省市按照国家标准，分别归组为“西部

“中部”“东部”，依次赋值1~3。值得一提的是，通过

逐步回归预处理，我们发现“性别”“年龄”“学历”

“党派”“宗教信仰”“民族”等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均不显著，所以我们没有将它们作为自变量纳入回

归模型。

四、统计分析与研究发现

根据因变量幸福感的变量特性和研究目的，本

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建构相应的模型。通过

线性回归方式，我们得到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与

幸福感之间的回归模型（表3）。模型1是阶层认同

模型，即主要表明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

影响；模型2是家庭经济状况模型，即主要表明经济

地位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模型3是综合模

型，主要表明阶层认同与家庭经济状况及其他变量

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将重点阐释模

型3中蕴含的信息。

（一）综合回归模型分析

据模型3可知：（1）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的影

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阶层认同每提高1个单

位，幸福感就增强6.8%。也即本文假设H1成立。

这说明青年农民工较为在意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

表2 因变量与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标准偏差

0.773

1.587

0.626

0.581

0.848

0.898

0.419

0.812

a36 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因变量）

a43a 阶层认同

a64 经济地位

a65 房产数量

a15 身体健康状况

a17 心理健康状况

Ta69 有无配偶

b5 和亲友联系的紧密度

有效 N（成列）

样本

1 306

1 306

1 298

1 303

1 308

1 306

1 304

1 306

1 281

最小值(M)

1

1

1

0

1

1

0

1

最大值(X)

5

10

5

5

5

5

1

5

平均值(E)

3.78

4.37

2.74

1.08

4.21

4.06

0.77

3.49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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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地位，希望融进城市生活，得到城市社会的接

纳与尊重。

（2）经济地位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很显

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经济地位在所属地每

提高1个档次，幸福感就增强16.5%。也即本文假设

H2成立。这说明外出务工对增加农民工家庭经济

地位提升有明显助益，家庭经济状况持续改善以及

与邻里间的横向比较获得的优越感，使青年农民工

得到心理满足与精神愉悦。

（3）房产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很显著，

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房产量每增加1个单位，幸福感

就会增强13.3%；这说明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作为安

身立命载体的房子，正成为青年农民工越来越重视

的事情，拥有住房成为令他们十分高兴的事情。

（4）身体健康状况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身体健康状况每提高1个

单位，幸福感就增强6.2%。身体病痛不但会影响人

们的情绪，而且会导致青年农民工无法正常工作挣

钱养家；反之，身体健康则能避免上述问题。所以，

身体健康是幸福之源。本文假设H3a成立。

（5）心理健康状况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

相当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心理健康状况每提

高1个单位，幸福感就增强11.8%。幸福感本就是主

观心理感受，如果外界因素造成青年农民工心理失

衡甚至患病，那么其幸福感将大大降低。反之，摆

脱沮丧或抑郁，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心情，也意

味着他们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高，幸福体验感

强。也即本文H3b成立。综合（4）（5）而言，本文假

设H3成立。

（6）有无配偶对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影响显

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有配偶的青年农民工幸福

感高出无配偶者14.1%。这说明在外打拼的青年农

民工特别需要固定的生活、情感与性伴侣，切实解

决生理与情感问题，生活能够互相关照扶持等，这

些能极大提升青年对工作的忍耐度、对生活的热爱

度、对幸福的体验度。本文H4a成立。

（7）青年农民工和亲友的密切联系对其幸福感

的影响很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密切联系每提

升1个单位，其幸福感就提高13.6%。也即本文H4b

成立。这说明青年农民工需要亲人朋友的支持，需

要他们分享其喜怒哀乐，需要他们在其处于人生低

谷之时听他倾诉或伸出援助之手。从这个意义上

说，亲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们保持和提升幸福感

的重要保障。综合（6）（7）而言，本文假设H4得到

（常量）

a43a阶层认同

a64家庭经济状况

a65房产数量

a15身体健康状况

a17心理健康状况

Ta69有无配偶

b5和亲友关系的紧密度

F值

调整后的R平方

非标准

系数B

1.802***

0.148

0.087***

0.013

——

0.163***

0.035

0.076**

0.025

0.124***

0.024

0.137*

0.048

0.143***

0.025

35.793***

0.140

标准系数

贝塔

0.179

——

0.123

0.083

0.144

0.074

0.151

非标准

系数B

1.627***

0.157

——

0.218***

0.033

0.131***

0.036

0.065*

0.025

0.128***

0.024

0.162**

0.048

0.145***

0.025

34.898***

0.137

标准系数

贝塔

——

0.177

0.099

0.071

0.148

0.088

0.152

非标准

系数B

1.567***

0.156

0.068***

0.013

0.165***

0.035

0.133***

0.035

0.062*

0.025

0.118***

0.024

0.141**

0.048

0.136***

0.025

34.142***

0.153

标准系数

贝塔

0.140

0.134

0.100

0.068

0.137

0.076

0.144

模型1（阶层认同模型） 模型2（经济地位） 模型3（综合模型）

a. 因变量：a36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P<0.05 **P<0.01 ***P<0.001

表3 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回归模型

（方法=输入）

（常量）

a43a阶层认同

a64经济地位

a65房产数量

a15身体健康状况

a17心理健康状况

Ta69有无配偶

b5和亲友关系的紧密度

F值

调整后R的平方

（性别=男性）

1.636***

0.196

0.087***

0.017

0.118**

0.045

0.148***

0.042

0.050

0.033

0.122***

0.030

0.079

0.062

0.148***

0.033

22.837***

0.178

（性别=女性）

1.490***

0.258

0.043

0.022

0.226***

0.055

0.101

0.064

0.082*

0.040

0.117**

0.038

0.214**

0.077

0.114**

0.039

12.371***

0.130

西部地区

1.235***

0.347

0.092**

0.029

0.126

0.072

0.048

0.083

0.067

0.054

0.187***

0.051

0.161

0.108

0.175**

0.062

9.534***

0.152

中部地区

1.827***

0.252

0.127***

0.025

0.037

0.061

0.037

0.067

0.019

0.041

0.087*

0.041

0.083

0.087

0.202***

0.041

12.947***

0.182

东部地区

1.678***

0.239

0.030

0.019

0.245***

0.052

0.202***

0.047

0.067

0.039

0.102**

0.035

0.164*

0.067

0.086*

0.035

16.389***

0.159

性别模型（模型4） 地区模型（模型5）

a. 因变量：a36 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P<0.05 **P<0.01 ***P<0.001

表4 分群体回归模型（方法=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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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此外需要提及的是，据标准系数（贝塔）可

知，在模型3中，和亲友关系的紧密度是影响青年农

民工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二）分群体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测以及获取更多信息，本文

按照“性别”和“所在地区”进行分群体回归分析，获

得青年农民工幸福感之回归分析的性别模型（模型

4）和地区模型（模型5），具体如表4所示。它们分别

从性别角度和地区角度证实，阶层认同度越高，青

年农民工幸福感越强这个假设是成立的，但性别之

间、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不再细

致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回归模型证实，在家庭经济状况、身心健

康、有无配偶、和亲友联系紧密等因素共同支持下，

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越高，其幸福感越强。分群

体回归模型证实，女性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较之男

性来说，受经济地位影响更显著、更需要配偶的陪

伴和扶持、幸福感受身心健康影响更大；但是其幸

福感受阶层认同、受房产数量的影响不显著。反

之，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幸福感较之女性来说，受阶

层认同和房产数量的影响更显著。同时，无论对男

性还是女性青年农民工来说，都非常需要来自亲

人、朋友的情感支持。此外，就务工地区而言，阶层

认同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影响很显

著，但对在东部务工青年影响不大。家庭经济状况

在当地的水平越高，越能显著提升在东部地区务工

青年的幸福感，但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影

响不大。房产数量能显著提升在东部地区务工青

年的幸福感，但对在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影响不

大。心理健康状况对在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务工

青年的幸福感影响都很显著。有配偶能显著提升

在东部地区务工青年的幸福感，而对在中、西部地

区务工青年影响不大。和亲人朋友的密切联系，无

论对于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务工青年都非常重

要，它是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结合回归模型提供的信息，就如何提升青年农

民工幸福感，我们提出如下建议：（1）提升阶层认同

方面，当地政府与用人单位应加大劳动者光荣的宣

传力度，党和政府可以通过组织技能大赛等活动宣

扬工匠精神以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新闻报道应

留版面给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秀人物或先进事迹，提

升农民工职业荣誉感和美誉度，使全社会更好地接

纳和尊重农民工。（2）提升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当地

政府和用人单位应想方设法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就

业机会，保证其最低工资收入，或者通过有效方式

对其进行技能培训，使其通过一技之长增加收入。

（3）关注青年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方面，一方面通过

卫生宣传、定期体检、购买医疗保险等措施保障其

身体健康和事后救济；另一方面通过卫生宣传、抽

样调查、组织活动等方式关注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

康，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做到早发现、早

疏导、早化解，避免个人悲剧和家庭不幸的发生。

（4）关注婚恋情况方面，建议政府与用人单位多关

心关注青年农民工的恋爱婚姻状况，通过多举办

“青年工人联谊活动”等形式增加适龄青年男女农

民工彼此相识相恋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进

而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社会稳定度。（5）构建社会

支持网络方面，对于远离家乡，亲人不在身边的青

年农民工，基层政府和用人单位应通过各种方式，

鼓励青年农民工多交朋友，鼓励他们多与家中亲人

联系，并在其需要帮助之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强

化其社会支持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基于条件限制，本文使用

的是2013年度CGSS数据库资料，但并不影响实效

性，该数据能够有效地描述和证实，在其他因素共

同作用下，阶层认同对青年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影

响。数据析出的各种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基本

结论也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事实，并没有在短短几

年内发生改变。本文研究可能的局限在于，测量尺

度较为单一，另外，如果对18～44岁之间的青年农

民工做进一步的年龄组细分，研究结论可能会更加

全面。这些都留待将来讨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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